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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地非农化进程分析基础上，构建两者协同推进的计量模型，运用面板数据测算发
现，农民工规模虽然持续扩大，但出现增幅收窄的趋势；政府主导着农地征地、拆迁安置，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

程，造成不均衡的农地非农化开发利用；农地非农化没有与市民化形成高效协同，这种不协同性不仅体现在区域之间

的协同度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存在相关性，而且纵向演变过程同样不存在稳定的协同趋势。进而提出以下５点
对策建议：界定征地的公共利益，明确征地的范围；适度、可持续提高农民征地补偿；完善征地程序和征地纠纷解决机

制；加强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收益征收管理；缩短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期。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地非农化；土地征用；土地有偿使用；协同度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３０２（２０１７）２１－０３３７－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７１５７３１３２）。
作者简介：蔡瑞林（１９７０—），男，江苏常州人，博士研究生，教授，主要
从事土地经济与政策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ａｉｒｕｉｌｉｎ＠１６３．ｃｏｍ。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新型城镇化规划均提出加快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阶段性目标。中国人多地少的国

情决定了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探讨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人口与土地的协同流转、测算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的

协同程度，对于揭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失衡现象、构

建和谐人地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１．１　人口的城乡流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加快了市场化改革下的工业化进程，中

国逐步依照市场规则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设备及管

理经验等，让农民进城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逐步改革封

堵农民进城的户籍制度成为大势所趋。但由于农民过多且城

镇就业岗位有限，加上城市偏向政策既得利益者的固化和排

斥，户籍和其他福利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出现了“非城非

农、亦工亦农”的特殊农民工群体，进城农民经历了由排斥歧

视到限制进城、再到有序引导、直至保护进城农民权益和促进

融入城镇的演变［１］。为了更好地掌握农民工流动的基本情

况，国家统计局于２００８年建立了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由国
家统计局农村司组织农民工输出地大规模抽样调研。结果显

示，全国农民工总量呈现持续增加趋势，数量从２００８年的２２
５４２万人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２７３９５万人，但增速出现回落趋
势；根据农民工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不同，农民工又分为外

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这２类农民工的数量同样呈现持续
递增趋势（表１）。
　　从输出地分析２０１４年农民工的区域分布，东部地区农民
工数量最多，达１０６６４万人；其次是中部地区，达９４４６万人；
最少是西部地区，达７２８５人。尽管农民工规模总量稳步递

表１　全国农民工规模演进

年份

农民工

数量

（万人）

农民工总

量增速

（％）

外出农民

工数量

（万人）

外出农民

工增速

（％）

本地农民

工数量

（万人）

本地农民

工增速

（％）

２００８ ２２５４２ １４０４１ ８５０１
２００９ ２２９７８ １．９３ １４５３３ ３．５０ ８４４５ －０．６６
２０１０ ２４２２３ ５．４２ １５３３５ ５．５２ ８８８８ ５．２５
２０１１ ２５２７８ ４．３６ １５８６３ ３．４４ ９４１５ ５．９３
２０１２ ２６２６１ ３．８９ １６３３６ ２．９８ ９９２５ ５．４２
２０１３ ２６８９４ ２．４１ １６６１０ １．６８ １０２８４ ３．６２
２０１４ ２７３９５ １．８６ １６８２１ １．２７ １０５７４ ２．８２

　　注：数据根据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研报告整理而得。

增，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特别是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

快，农民工数量的增速呈明显放缓的节奏。

但是，进城农民面临社会身份转变、政治权利平等、城市

公共服务覆盖、文化意识融合等现实问题，必须跨越经济、社

会、文化、政治等多种障碍，才能“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

真正实现城镇化；否则进城农民可能选择被迫逆城市化流动。

蔡瑞林等指出，中国当前新出现的人口逆城市化流动不同于

西方城市化成熟阶段的逆城市化，同时受经济因素、社会因

素、土地因素、亲情因素等综合影响［２］。也就是说，进城农民

可能因为难以真正市民化而被迫选择逆城市化流动，也有可

能受上述４种因素主动选择返乡定居，甚至原有市民也可能
会主动选择“逃离城市”的逆城市化流动。

１．２　城镇化进程的演进
由表１可知，尽管农民工规模的递增速度逐步收窄，但整

体规模还处于递增状态，大规模的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了城镇

化水平，加上政府主导下的征地拆迁，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

上楼。张玉林在比较中国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时指出，中国

１９９０年以来的征地拆迁浪潮，已经吞噬了约 ５５５．６９万 ｈｍ２

耕地，产生了约１２７４５．１万失地农民［３］。无论是经济利益驱

使下农民的主动市民化，还是政府征地拆迁导致的被动市民

化，均加速了城镇化进程（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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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时期的城镇化水平比较

时间
期初城镇化率

（％）
期末城镇化率

（％）
年均城镇化

递增率（％）

“六五”期间　 １９．３９ ２３．７１ ０．８６
“七五”期间　 ２３．７１ ２６．４１ ０．５４
“八五”期间　 ２６．４１ ２９．０４ ０．５３
“九五”期间　 ２９．０４ ３６．２２ １．４３
“十五”期间　 ３６．２２ ４２．０９ １．１７
“十一五”期间 ４２．９９ ４９．９５ １．３９
“十二五”期间 ４９．９５ ５６．１ １．２３

　　注：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由表２可知，“六五”期间（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七五”期间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八五”期间（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等３个时期，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整体呈温和增长态势，年均城镇化率不到

１％。然而，“九五”期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直到“十二五”期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等４个时期，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究其原
因主要有２个方面：一是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
与中央政府的财权分配得到根本性转变，诱发了土地城镇化

进程，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下土地征用带来的拆迁安置大幅

蔓延，许多失地农民被迫进城上楼；二是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中国
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虽然２０１５年ＧＤＰ增长率略有下降，
为６．９％，但整体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
地区甚至进入后工业化时代，２０１５年服务业占 ＧＤＰ比重首
次超过５０％，吸引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现代工业或服务
业。表２还说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就目前５６．１％的城镇化率而言，笔者认同简新华等的观点，
即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也滞后于国外同

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目前的

城镇化推进速度基本适中［４］。

２　农地非农化进程

农地非农化是指政府通过公权力强制将农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使用，即政府通过土地征收改变了农用地的使用性质。

按照《土地管理法》《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等规定，农地非农化

使用须要坚持以下几点：第一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可以

依法征收农用地并给予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相应的征地补

偿；第二是农用地的使用性质发生转变，即农民集体所有的农

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第三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农用地用途

收益给予补偿，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及地上附着

物或青苗费的补偿。分析农地非农化的征用制度，可以发现

存在以下３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征地项目的公共利益界定问
题。征地公共利益的界定存在广泛的争议，虽然侯海军对此

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可以从征收后的用途为公众所需；征收

后的新建设施是否为公共所用；征收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和要求等３个基本要素进行甄别［５］，但事实上土地征用的主

体为政府，而政府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主导的征地项

目自然被理解为追求公共利益。进一步分析可知，许多项目

的公共利益属性与土地开发者的私人利益属性交融在一起，

特别是伴随着公私合作制（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ＰＰ）
项目的推进，征地的公共利益属性很难在现实中得到贯彻执

行。二是土地使用主体和使用性质的转变问题。就农用地非

农化而言，虽然法律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

小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但村

民委员会是当前情景下现实意义上的集体产权代理人；同时

新时期村民委员会具有“群众性自治和基层政府代理人”这

一“政社合一”的特性［６］。当前，由于村民委员会“群众性自

治组织”的定位和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加剧，使得原本脆弱的

集体土地所有权更加虚化，政府顺利成章地成为农村集体土

地使用权主体的代理人。从土地性质转变分析，由于集体土

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而国有土地的代理人为各级政府，使

得政府可以较随意地成为土地征用的操纵者，并将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地出让给土地开发商。三是土地征用补偿歧视问

题。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主导推进农用地非农化，将农用地

转变成建设用地进而转让给土地开发商，必然产生土地征用

公平补偿问题，由此引发“涨价公私归属”争议。由于土地征

用补偿以农地使用为基准，而农地非农化后建设用地的出让

更多以“招拍挂”的市场价值为基准，这种价值衡量的不对称

使得政府可以操控土地一级开发市场。为了防止农地过度非

农化，应调整现有土地补偿方式及农地非农化后的土地收益

分配机制，明晰土地产权，让农民最大限度地分享土地增值中

的收益，过上更加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７］。分析农地非农

化的征地制度，不难发现现行制度赋予政府强制、低价的征地

权，由此决定土地城镇化的疯狂扩张。另外，城市建设用地供

给的主要来源是政府主导下的土地征用（表３）。

表３　近年城市建设用地与土地征用关系

年份

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

（ｋｍ２）

新增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

（ｋｍ２）

城市征用

土地面积

（ｋｍ２）

征地面积占新增建

设用地面积比重

（％）

２０００ ２２１１４．０ １２３６．７ ４４７．４９ ３６．１８
２００１ ２４１９２．７ ２０７９．０ １８１３．１１ ８７．２１
２００２ ２７０００．０ ２６３９．９ ２８８１．３１ １０９．１４
２００３ ２９０００．０ ２１３９．３ １６０６．４０ ７５．０９
２００４ ３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９．４ １６１３．３４ ８９．１６
２００５ ２９６３６．８ －１１４５．０ １２６４．１７ －１１０．５
２００６ ３２０００．０ ４５２９．９ １３９７．１６ ３０．８４
２００７ ３６３５２．０ ２１８５．０ １２１６．６１ ５５．６８
２００８ ３９１４０．５ ２７８８．８ １３４５．２７ ４８．２４
２００９ ３９０００．０ －１４０．５ １５０４．６９ －１０７０．９５
２０１０ ３９７５８．０ ７５８．０ １６４１．５７ ２１６．５７
２０１１ ４１８６１．０ ２１０３．０ １８４１．７２ ８７．５８
２０１２ ４５７５１．０ ３８９０．０ ２１６１．４８ ５５．５７
２０１３ ４７１０８．５ １３５７．５ １８３１．５７ １３４．９２
２０１４ ４９９８３．０ ２８７４．５ １４７５．９０ ５１．３４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以及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表３可知，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１１４ｋｍ２

持续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４９９８３ｋｍ２，年均增长率高达８．１２％，
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得益于城市征用土地面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新增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达２９１０５．５ｋｍ２，同期
城市征用土地面积达２４０４１．７９ｋｍ２，征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
地面积的８２．６％。可见，大规模的土地征用使得农地转变成
国有建设用地，农村土地持续圈入城市版图，导致摊大饼式的

城市面积高速扩张，历年批准建设用地面积中农用地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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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见图１。由图１可知，批准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始终是
农用地转用，政府作为农地征收的唯一主体将农村集体土地

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加快了土地资源的城乡重新配置。

３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同

３．１　协同度模型构建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的《协同学导论》标志着协同论成为

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系统演化的重要方法，特别是用来揭示非

均衡系统在时间、空间、功能和结构等方面的自组织过程［８］。

在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同涉及最核心的

人地关系系统，该系统受户籍制度、产业转移与升级、福利制

度等多种外部因素影响，必然经历动态的协同过程。借鉴殷

小菲等关于江苏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研究成果［９］，选择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变化速度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速

度，殷小菲等选择建设用地中的耕地占用代表农地非农化速

度，与之不同的是本研究用审批建设用地中的农用地转用占

比变化速度代表农地非农化进程，显然，农用地的范畴涵盖耕

地，更切合研究需要。因此，构建如下计量公式：

Ｘｉ＝（Ｕｉ＋１－Ｕｉ）／Ｕｉ； （１）
Ｙｉ＝（Ｅｉ＋１－Ｅｉ）／Ｅｉ。 （２）

式中：Ｘｉ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变化速度；Ｙｉ表示农地非
农化变化速度；Ｕｉ表示ｉ年份（横向比较时代表 ｉ地区）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Ｅｉ表示 ｉ年份（横向比较时代表 ｉ地区）批准
建设用地总面积中农用地的面积占比。

借鉴Ｅｎｇｌｅ等的研究成果及协同度计量模型［１０－１１］，设计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协同发展模型：

Ｃｉ＝（Ｘｉ＋Ｙｉ）／ （Ｘ２ｉ＋Ｙ
２
ｉ槡 ）。 （３）

式中：Ｃｉ的取值范围为 －１．４１４～１．４１４，协同度的类型划分
根据Ｃｉ及Ｘｉ、Ｙｉ的变化（表４）。显然，当Ｘｉ＞０，Ｙｉ＜０时，说
明农业转移人口速度加快，农地非农化速度降低，这种不协同

反映农地的节约集约使用；当 Ｘｉ＞０，Ｙｉ＞０时，则 Ｃｉ大于０，
说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与农地非农化速度均呈现同步

增加，Ｃｉ指数的不同说明两者之间呈不同程度的协同增加。
３．２　协同度测算结果

协同度测算过程有 ３个步骤：首先，收集全国 ３１个省
（市、区）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批准建设用地
面积、批准建设用中农用地面积的原始数据；其次，用公式

（１）、公式（２）计算相应年份（地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变化速度、农地非农化变化速度；最后，用公式（３）进行协同
度的测算。２０１４年全国各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地非

表４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同度界定

Ｃｉ值 类型

［－１．４１４，０） 不协同

［０，０．５） 勉强调和

［０．５，０．８） 基本调和

［０．８，１．０） 调和

［１．０，１．２） 基本协同

［１．２，１．４１４） 较协同

１．４１４ 协同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以及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２０１１年西藏自治区的批准建
设用地面积、批准建设用中农用地面积数据空缺，采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平均数补缺的方法替代。

农化的协同指数见表５。由表５可知，２０１４年全国不同区域
之间的协同度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存在相关性。其

中，吉林、上海、江苏、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９
个省（市）的协同度指数为负值，这些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均在提高，但审批建设用地农用地面积占比却在下降，说明

这些地区的农地非农化速度低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

体现出这些地区农地的集约开发利用。西藏自治区的城镇化

水平提高８．６％，农地非农化速度下降３．１％，协同度指数位
于基本调和区间，说明农地非农化速度滞后于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速度。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安徽、福建、广东、青海、

宁夏等９个省（市、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农地非农化
呈同方向增加，协同度指数位于基本协同区间。天津、黑龙

江、内蒙古、山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甘肃、新疆等

１１个省（市、区）的协同度指数位于较协同区间，说明这些地
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递增速度与农地非农化速度较协

同，而江西省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地非农化实现协同的

递增。整体而言，Ｘｉ＝０．０１９，Ｙｉ＝－０．００１，说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整体城镇化水平环比上升１．９％，同期审批建设用中
农用地占用的比例下降了１％，说明在城镇化小幅增加的同
时基本实现了农用的集约节约利用。

纵向对比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
地非农化的协同情况可以看出（图２），１３年间协同度指数最
大值为２００８年的１．４０６，最小值为２０１４年的－０．９８０，整个期
间协同度指数围绕均值０．５上下振荡，且振幅没有明显的放
大或收窄趋势。说明整个期间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

地非农化演变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趋势，这是由于全国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农地资源禀赋、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存在较大的

差异，虽然北京、上海、天津等市当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

超过了８０％，但广西、安徽、湖南、四川、贵州等省（区）２０１３
年的城镇化水平还不到５０％，西藏自治区的城镇化水平甚至
还不到３０％。新型城镇化整体上要从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
镇化转型发展，但土地城镇化的惯性和地区之间的客观差异，

使得全国区域尚没有形成明显、稳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与农地非农化协同趋势。

４　结论与对策建议

４．１　结论
改革开放之后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总体逐渐解除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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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同度的区域比较

地区 Ｘｉ Ｙｉ Ｃｉ 协同度 地区 Ｘｉ Ｙｉ Ｃｉ 协同度

中国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９４６ 调和 河南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３ 不协同

北京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８ １．０１７ 基本协同 湖北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６ －０．３６ 不协同

天津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１．２８７ 较协同 湖南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３４７ 不协同

河北 ０．０２５ ０．１５８ １．１４４ 基本协同 广东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９ １．０２６ 基本协同

山西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 １．１２１ 基本协同 广西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６ １．２７７ 较协同

内蒙古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６ １．２４８ 较协同 海南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８ １．２９８ 较协同

辽宁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７ １．１４４ 基本协同 重庆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１．３４２ 较协同

吉林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１ －０．６０８ 不协同 四川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９ －０．８２５ 不协同

黑龙江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１．３９１ 较协同 贵州 ０．０５８ ０．１８５ １．２５３ 较协同

上海 ０ －０．０５１ －１．０００ 不协同 云南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１．４０３ 较协同

江苏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６ －０．６６６ 不协同 西藏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１ ０．６０２ 基本调和

浙江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４ 不协同 陕西 ０．０２５ －０．１１６ －０．７６７ 不协同

安徽 ０．０２７ ０．１３４ １．１７８ 基本协同 甘肃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１ １．３５５ 较协同

福建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１．０５７ 基本协同 青海 ０．０２６ ０．２７９ １．０８８ 基本协同

江西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１．４１４ 协同 宁夏 ０．０３１ ０．１５５ １．１７７ 基本协同

山东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７ １．３０２ 较协同 新疆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９ １．２１３ 较协同

性藩篱，鼓励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定居转移，加上农地适度规

模经营和二三产业比重的持续提高，推进了市民化和农地非

农化的进程。就农民工群体而言，尽管增幅出现收窄的趋势，

但总量仍在持续增长。政府主导的征地拆迁一方面使得大量

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上楼，另一方面使得农地持续圈入城市版

图，导致城区面积摊大饼式地无序扩张。但无论是农民工的

自主市民化，还是政府主导下的拆迁安置式的政策性被动市

民化，市民化进程并没有与农地非农化进程形成高效协同，这

种不协同不仅体现在区域之间的协同度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不存在相关性，而且体现在纵向演变过程中同样不存在

稳定的协同性。

４．２　对策建议
４．２．１　界定征地的公共利益，明确征地的范围　首先，须要
强化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农村土地所有者与开发商

进行直接谈判，扩大农民在征地范围与规模、征地补偿与安

置、征地生态与环境等事项中的话语权。其次，须要设置城市

扩张边界，通过城乡土地合理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供给机制、

加强党政领导干部城乡规划管控审计等途径治理征地范围限

定政策的失灵，把政府征用农地的特权限制在制度的笼子里。

最后，还要缩短征地年限，目前的土地出让金实质上是土地所

有权出租的一次性租金，本届政府可以在政策框架内足额使

用，而不是按照年限分摊使用租金，即可以不顾及后任政府财

政收入的可持续性供给，使得本届政府热衷扩大征地范围。

４．２．２　适度、可持续提高农民征地补偿　第一，要建立补偿

标准的调整机制，就调整频率、调整幅度、纠纷解决、监督实施

等问题逐一明确，特别要突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主体地

位，享有部分级差地租Ⅱ。第二，要兼顾政府农地开发和财政
收支平衡，结合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控制市民化和农地非农化

进程，高度重视政府债务危机化解和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不能盲目加快城镇化进程。第三，要建立完善多元补偿安置

机制，要充分考虑进城农民的职业发展和长远保障，鼓励因地

制宜采取就业安置，预留物业、股份、收益返还等方式满足进

城农民的长期保障。第四，要加强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资

金管理，强化农村集体土地资产、土地增值收益财务监管，保

证集体土地资产保值增值，具体而言，须要建立农村集体资

源、资产的配套管理制度，探索征地补偿资金预留制度。

４．２．３　完善征地程序和征地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须要改变
政府农地非农化进程中“管经合一”的特权，通过强化农村集

体所有权主体地位、扩大被征地农民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

谈判权与监督权，约束和规范政府的征地特权。其次，在征地

过程中须要建立必要的征地补偿安置谈判机制、征地项目公

示制度、征地项目评估制度，规范征地项目的全程推进。最

后，要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健全矛盾协调化解机制，健全行

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维护农民合理的土地权益抗争行为。

须要补充的是，无论是完善征地程序还是建立征地纠纷解决

机制，均要突出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地位，目前可行的办法

明确到底谁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代理人，并让代理人、农民代

表参与征地程序的制定过程，进入征地纠纷解决机构。

４．２．４　加强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收益征收管理　由于机构合
并、用途更改、投资主体变化等众多原因，原有基础设施和各

类社会事业的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情况可能发生变化，须要加

强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收益征收管理，岳隽以广东省深圳市为

例，研究了不同二次开发模式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的主

要差异，从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的视角，提出实施利益总量

调控、统一拆迁补偿指导标准、统筹平衡调控手段的三大基本

策略［１２］，这对深圳、上海等特大城市，对江苏、浙江等建设用

地指标稀缺的地区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改革中，对于使用

国有划拨土地从事经营性行为的主体，可以通过补收年租金

的方式对存量建设用地征收土地使用租金；对于用途性质变

更的，政府应明确存量建设用地使用主体应缴土地租金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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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
务，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４．２．５　缩短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期　政府通过低价征收、高
价出让的方式获得土地出让金，在现行土地有偿制度下，土地

出让金实质是国有建设用地４０～７０年的土地使用租金，这种
制度安排存在２个显著的弊端：一是刺激了本届政府土地城
镇化的热情，本届政府更多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和土地出让收

入，直接后果就是任期政府如同开发商那样采取“捞一把就

走”的短期行为；二是刺激了开发商倒卖土地的投机行为，开

发商往往采用延期开发、等待涨价、伺机转售的方式倒卖土地

使用权获得土地增值收益，丢掉了当初获得建设用地开发的

初衷。在下一步改革中，须要加入对建设用地使用权获得者

土地实质性开发能力的评估，采用先租赁后出让的方式有偿

使用建设用地；对于消极开发、伺机倒卖等土地交易投机行

为，须要通过限定期限开发等政策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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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重金属超标农用地安全利用管控政策

董莉莉１，吴克宁１，２，魏洪斌２，赵华甫１，２

［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２．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工农业的不断发展，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动性差、滞
留时间长、不能被微生物降解，显著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产量和品质，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为探索如何对重金属超标

农用地的安全利用，从我国农用地重金属污染的基本形势、现实背景和重要意义等方面论述重金属超标农用地安全利

用的必要性。分析国外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地的安全利用情况和各种配套措施，并结合我国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对象、职

责职权、工作效果等论证目前各种对策的优缺点。最后，结合我国农业的各种情况，对我国重金属超标农用地如何安

全利用提出合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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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是除大气、水以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
接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前景、生活质量、生产能力。根据全世界

专家学者达成的共识，土壤污染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它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遏制土壤污染、维护土壤

健康，已成为当前人们所关注的焦点［１］。据权威预测，全球

人口在２０５０年将达到９１亿人，为此全球的粮食产量必须在
现在的基础上增加１倍，才能保障全球的粮食安全［２］。全球

耕地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１／１０，但由于大量的耕地被污染，
同时另一部分耕地向其他用地类型转变，全球的耕地资源利

用都将面临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城市化发展的挑战［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业化也相继进行着质的突破，看

似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越来越便利，但是工业化所带来的

重金属污染也正在侵蚀着耕地。重金属污染不似其他污染，

它一旦入侵土壤将在其中滞留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不易移动，

同时也不易被分解，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可以造成长期伤害

和威胁。２００８年我国发出环境状况公报，根据公报的内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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